
 

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 

 
郭沂 

  《光明日报》编者的话  

  湖北荆门郭店1993年10月出土的804枚、13000字的竹简，经学术理论界5年研究得知，它分为两
部分：道家著作2种4篇，儒家著作11种14篇。此材料填补了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段空白，为解读先
秦哲学史上的许多谜团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一经出土，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中国社
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郭沂从郭店楚简的史料入手，考证了中国先秦哲学史，论述了道家的起源与
流变，子思学派，《论语》、《论语》类文献与孔子，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各学派之间的关
系，先秦哲学的特点及其演变。他对先秦哲学史问题的独到见解，受到学界的关注。现将该文刊登于
此，以飨读者。  

  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它为我们重 
新认识先秦哲学史提供了可贵的新线索。  

    

老子其人其书 

  老子其人其书属于什么时代？太史儋和老聃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些问题连司马迁也没能说清
楚，以至于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公案之一。  

  我研究竹简《老子》认为，竹简《老子》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 
时的老聃，今本（包括帛书本）《老子》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 
的太史儋；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加以改造。也就是说，老子其人 
其书皆有二。主要理由是：其一，竹简本不含有今本中的高远玄虚之 
论、非黜儒家之语、狡猾权谋之术等内容，说明它有别于今本的独特 
的思想体系。其二，从思想、语言、文字、分篇、分章、章次等情况 
看，竹简本更加原始。关于这一点的主要旁证是，竹简《文子》和竹 
简《老子》可互证早出。其三，今本《老子》在内容上有多处矛盾， 
在文本上有多处重复，这是今本吸收竹简本并加以篡改所留下的痕迹。其四，《吕氏春秋》、《礼
记》、《大戴礼记》、《史记》等多种古籍皆载有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而这些史料中的老聃思想与
竹简《老子》完全一致。其五，种种证据说明，《史记》所载西出函谷关并著今本《老子》五千言的
那位老子是太史儋，而不是老聃，过去那种认为太史儋无著述的观点是不妥的。  

  太史儋是在出关时著书的，而函谷关为秦献公所置，故今本《老 
子》成书时代的上限为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根据我的考证，太史儋出关后见秦献公的时间为献
公11年，即公元前374年（《史记·老子列传》称此年为“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误，当为“百有
六年”），这是今本《老子》成书年代的下限。所以，此书成于公元前384—公元前374十年间。据
此，历史上的有关争议，大致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文子、关尹子和列子的时代 

  对老聃与太史儋及其著作的辨白，为梳理先秦哲学的发展脉络提 



供了新的线索，也为确定其他重要人物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坐标。  

  竹简《文子》残卷所引《老子》皆见于竹简本《老子》，说明作 
者尚未见到今本《老子》，而仅见到竹简本《老子》。可见，竹简 
《文子》、《老子》两书可互证早出，加之两书的思想相当接近，由 
此可推断竹简《文子》应出自春秋末年的文子；文子确为老聃弟子， 
《汉书·艺文志》所载“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是正确的。早有人 
指出，《文子》中的平王为楚平王，此书并非伪书，故《汉书·艺文 
志》以为《文子》中的平王为周平王，从而怀疑此书“似依托者也” 
则是错误的。今本《文子》由于所引《老子》之语有许多不见于简本 
而仅见于今本，故应晚于太史儋。  

  由于人们一直认为那个出函谷关见关尹子并著书上下篇的老子就 
是老聃，所以判定关尹子为春秋末年人，看来现在应改为战国中期。 

  根据有关文献看，列子既与战国中期的郑子阳同时，又曾问于关 
尹子，而过去人们认为关尹子为春秋末期人，故列子的时代终莫能定。现在，这个矛盾可以化解了。
从列子问于关尹子的情况看，列子当为关尹子的晚辈。  

  郭店竹简中另一篇道家文献《太一生水》，建立了先秦哲学史上 
一套最完整、最精致、最独特的宇宙生成论，令人称奇。李学勤先生 
曾指出，此篇为关尹子一派的文献，我很赞同。而我进一步认为，从 
郭店一号楚墓的时代来推断，这部文献的作者就是关尹子本人。《太 
一生水》的思想深受竹简《老子》影响，且两部书本来就合编在一起 
的，故老聃书很可能传自关尹子，而关尹子当受之于太史儋。  

  由此可见，太史儋和关尹子的函谷关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 
件大事，它的意义远远超过1500多年后的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 
太史儋应关尹子之邀而著书，关尹子亦因太史儋所授老聃书之启发而 
作文。如果没有函谷关之会，不但太史儋和关尹子这两位杰出的哲学 
家都早已在历史上消失，而且老聃书也会化为乌有。  

    

道家与隐者一派 

  刘歆说道家源于史官，冯友兰主张源于隐者。在我看来，今天我 
们所说的道家，本来就是两大学派。一派源于史官，其传承系统是： 
老聃→文子→太史儋→关尹子→黄老学派；另一派源于隐者，其传承 
系统是：早期隐者（如《论语》中的隐者）→杨朱→列子→庄子→庄 
子后学。两派的发展线索都十分清楚。  

  我们谈学派归属，首先应搞清判定学派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 
价值理念，而不是思维方式。我之所以区分上述两派，是因为源于史 
官一派的价值追求是平治天下，源于隐者一派的价值追求是修身养性；前者是入世的，后者是出世
的。  

  先秦时期的各种讨论学术史的文献，无论《庄子·天下》，还是 
《荀子·非十二子》，抑或《韩非子·显学》，都没有将这两派的人 
物混为一谈。从史料看，第一个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的学者是司马谈。司马谈作《论六家之要指》，
将诸子分为六派。从其描述看，道家仅指源于史官的一派。在六家中，司马谈之所以最为推崇道家，



主要原因是他的太史公身份与此派一脉相承，在思想上自然有更多的认同。第二个对诸子百家进行分
类的是刘歆。也就是从他开始，才把上述两派合而为一。其原因是，刘歆坚持各个学派皆由官学分离
出来，但隐者一派不可能出自官学，加之此派以道立论，故刘歆归之于道家。  

    

子思学派 

  我以为，除了两种道家作品和《语丛》四种外，其余十种都出自 
子思和子思门人之手。子思学派的文献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包括《表记》、《坊记》、《缁衣》全篇和《中庸》以孔子语单独
成章的部分，属于《论语》类文献。《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隋书·音乐
志》引沈约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对于这种说法，
后人多持怀疑态度，以为这几篇不过是后人之假托。现在，郭店竹简的出土，证明上述记载是完全可
靠的。首先，《缁衣》就是郭店竹简的一篇。其次，郭店竹简《天降大常》篇的一段文字又见于《坊
记》。从行文看，显然是《天降大常》引自《坊记》，这说明《坊记》的成篇早于《天降大常》。  

  第二类是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论。竹简《鲁穆公问子思》为子思 
与鲁穆公的对话。《穷达以时》杂有孔子语，可能是子思对孔子思想 
的阐述。故此二篇当为子思所记子思言论，性质相同。它们的竹简形 
制一样，亦可证之。  

  第三类为子思的著作。《中庸》以孔子语单独成章之外的部分， 
则是子思本人的著作。《五行》显然是子思的著作。一则史载子思倡 
导五行之说，二则此篇的范畴概念和思想与《中庸》多有相合。《唐 
虞之道》与《穷达以时》思想较为一致；《忠信之道》将忠信归结为 
仁义，显然与《五行》有内在联系。故这两篇很可能亦为子思言论或 
著作。  

  第四类为子思门人的著作。《天降大常》、《尊德义》、《性自 
命出》和《六德》四篇不但竹简形制一样，而且思想一贯，当出自一 
人之手。《天降大常》曾引用《坊记》，故作者晚于子思。另从思想 
上看，此四篇上承子思，下开孟子。故其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 
之前辈。另外，马王堆帛书《五行》所附《五行说》的作者亦当属子 
思门人。  

  从这些文献看，子思学派曾经提出许多不为后人所知的卓识创见。例如，心、性、情虽然是儒学
的重要范畴，但在儒家传统中，一直到宋明理学才直接地、明确地讨论三者关系。现在，这批竹简的
发现改写了这段历史。关于性与情的关系，《性自命出》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关于性与心
的关系，《性自命出》说：“金石之有声，槌弗击不鸣；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这与1500年以后
朱熹提出的“性，本体也；其用，情也”，“心以性为体”，“须有个心，便收拾得这性，发用出
来”之论何其相似。理学家虽无缘见到这批竹简，却提出相似的见解，亦令人叹服。  

    

《论语》、《论语》类文献与孔子 

  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的著作虽不可胜数，但所引 
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左传》、《史记》等书。人们对 



其他古籍中所保存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赝品。更有甚者，最近有人提出《论
语》到汉代才结集成书，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郭店竹简有助于打消这种疑虑。  

  关于《论语》的成书，两汉学者如刘向、刘歆、匡衡、王充、郑 
玄、赵岐等都有记载。被广泛征引的是刘歆的说法：“《论语》者， 
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 
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 
书·艺文志》）  

  从《论语》关于子张在听到孔子的教诲后“书诸绅”的情况看， 
孔子弟子确有作笔记的习惯，这正是日后结集《论语》一书的基础。 

  刘歆说《论语》的原始资料虽为孔子弟子所记录，但其结集者为 
孔子门人，是正确的。这从书中曾子、有子、闵子等孔子弟子被称为 
“子”可得到印证。  

  具体言之，《论语》是何时结集的呢？该书所记时代最晚的一件 
事是曾子之死，而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上限。现存直接
提到《论语》其书并引用其文的文献是《坊记》。如上所言，《坊记》确为子思所记孔子语，而子思
死于公元前402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下限。因而，《论语》当结集并命名于
公元前436—公元前402这34年之间。从这个时间看，《论语》的结集者当仅限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
子。  

  孔子弟子三千，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故当时一定有大量记录孔 
子语的笔记。而孔子去世后，后学即分化，“儒分为八”，故所谓 
“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一定只是各小集团之内的事情。 
由此可知，当时一定存在许多结集孔子言行录而成的《论语》类文献。 

  当然，各小集团在结集孔子言行录的时候，是以自己的特点和兴 
趣进行取材的。今本《论语》特别注重道德修养。由此可以推知，此 
书是由孔子德行科的弟子门人结集的。  

  那么，《论语》之外那些《论语》类文献的下落如何呢？在现存 
西汉以前的文献中，常常见到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文字，从上下文看，绝非私家著作的征引。这就是
《论语》类文献的佚文，其史料价值与《论语》不相上下，如今本和帛书本《易传》中的有关文献、
《孝经》、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和《哀公问五义》、《荀子》中的有关文献、大小戴《礼记》中的
有关文献、《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的有关文献等。现在，《缁衣》出土于战国楚墓，说明这种
论断是可靠的。 

  综上所述，孔子及其思想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就孔子思想 
的发展而言，实由礼学而仁学进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孔子的 
早年、中年、晚年。这整个过程就是孔子本人所说“下学而上达”的 
过程。孔子对易学的最大贡献是，在形式上，将过去的占筮之学转化 
为哲学；在内容上，将过去的乾坤二元论提升为易一元论。所以，过 
去那种认为孔子思想中没有形上学甚至没有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  

    

各学派之间的关系 

  （1）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儒道对立，势若水火。 



竹简《老子》一出，方知两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亦贯通。从竹简《老 
子》看，老聃不但没有批评儒家思想，而且对儒家所遵奉的观念如圣、仁、义、礼、孝、慈等持积
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从各种史料看，孔子对老子也是非常推崇的。而儒道之间的对立，始于
战国时期。这从太史儋和庄子对儒家的贬黜以及孟子和荀子对道家的攻击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郭店竹简《语丛》四种值得注意。历史上有小简写杂记之说，而 
《语丛》皆为短简，且言简意赅，其性质为墓主东宫之师的札记，故 
应更名为《东宫之师札记》或《札记》。这部竹书兼综儒道，内容涉 
及墓中儒道两家的著作，故当为墓主阅读所藏儒道两家著作的读书札 
记，其中既有原书抄录，亦有个人感想，而《语丛四》可能抄自别家 
文献。这是现存最早有意识地将儒道熔为一炉的作品。  

  （2）道家和兵家的关系。早有学者指出，道家和兵家关系密切。 
今观竹简《老子》，并无兵家影响的痕迹。因而，今本《老子》与兵 
家相通之处，乃太史儋对兵家思想的吸收，而权术就是其中的主要内 
容。  

  （3）道家和法家的关系。有人指出，战国法家出自老子。但他们 
既没有注意到对法家发生影响的是太史儋而非老聃，也没有意识到两 
家之密切关系尚有地理上的原因。  

  权术是道家与法家的接合点，此乃太史儋思想之特色而为老聃所 
未及，故战国法家实出自太史儋。太史儋入秦后，促进了当地法家的 
发展，使秦国成为法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因而，韩非子之作《解老》、《喻老》并非偶然，这是法家
承继太史儋之统绪的明证。  

    

先秦哲学的特点及其演变 

  先秦思想的发展有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发生在殷周之际。对这 
次转变的性质问题，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大致认为这是一场 
宗教改革运动。我以为，这是一场宗教批判运动。其实质，是摆脱传 
统宗教，开创人文精神。这不是宗教内部的变化，而是以人文取代宗 
教的过程。这场宗教批判运动的深层面的思想根源，应该归之于祖先 
崇拜。一方面，在先民的观念中，天帝的旨意是通过祖先神来传达的，而祖先神当然首先要保佑本族
类，这使天命带有一定的任意性。另一方面，祖先神这个中介，拉近了人与天帝之间的距离，使二者
之间具有一定的亲和性。所以，当一些特殊事件发生，如殷之代夏，周之代殷，便使人们比较容易地
对天命发生怀疑并进而肯定人的价值。  

  中国哲学与文化之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特质是在殷周之际 
奠定的。由此看来，中国哲学史的开端问题需要重新考虑。过去，胡 
适先生从老子写起，冯友兰先生从孔子写起，影响很大。我认为至少 
应该从文王、周公写起。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过去，在人们的观念中，先 
秦时期，儒家侧重于伦理说教，道家侧重于哲学探讨，这已成定论了。但简本《老子》的出土，使我
们不得不重新检讨这一成说。尽管简本《老子》中也有一些讨论形上学的段落，但其大部分内容，却
是在阐述伦理价值，这正与《论语》相似。此外，这部《老子》的风格相当古雅、朴实，又与《论
语》相合。这就是说，侧重伦理价值、风格古朴是当时哲学的共同特点。然而，进入战国，哲学之风



大变。就哲学问题而言，人们已由对伦理价值的侧重，转向对天道、心性等深层问题的侧重。其风格
也随之由古朴转向高远玄妙。不管是儒家的子思、子思后学、孟子，还是道家的太史儋、关尹，抑或
隐逸家的庄子等人，都是如此。因而，侧重天道、心性问题，风格玄奥，是战国哲学的主要特征。这
个时期的哲学，更加抽象了，或者说哲学意味更浓了。这是中国人理论思维的一次大飞跃。  

  从古朴、简易到抽象、精致，符合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进 
一步印证了本文对简本、今本《老子》时代和作者的推断。先秦哲学 
这种转向的转折点就是孔子晚年所创建的易学。老聃思想和孔子早期 
思想皆重人伦而鲜及心性及天道，孔子的易学基本上是一种天道之学。而战国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填
补并深入、广泛地挖掘了介于人伦与天道之间的心性这个环节。仅此一点，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
位就需重新评价。 

（本文载《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 


